
制度转型与阶层化机制的变迁
＊

———从“间接再生产”到“间接与直接再生产”并存

李　路　路

　　Abstract:This article reviews the basic literatures about the research of ` the danwei organization'

and `the danwei system' in China.First of all, the paper differentiates two different research objects:

`the danwei organization' and ` the danwei system' .Then it discusses two research tropisms:the

analysis of macro-sight system and the analysis of interior mechanism and proceeding course.Moreover, it

analyses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process of the danwei system.On the basis of the recent researches, the

author puts forward the assumption about the challenges and tasks that research of `danwei ' will be

confronted with.

＊　本文中所使用的数据,来自于挪威外交部和中国科技促进发展研究中心共同资助 、作者参与的合作研究项目。本文的写作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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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倪志伟( Victor Nee)又译维克多·尼 、维克托·倪。本文行文用倪志伟译名,但标注参考文献时将根据所引文献的原译名。

一 、理论与研究假设

(一)问题与理论背景

在中央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转型过程中,社会变迁与社会分层结构变化之间的关系问题引起了

研究者的极大兴趣。由于这一问题涉及到社会变迁和社会分层的基本问题, 因而使得有关社会理论的

研究重现活力(倪志伟 、
①
马修斯, 1998 1996) 。

笔者曾撰文从阶层间相对关系的角度,分析了中国城市社会在制度转型过程中社会分层模式的变

化,即阶层间相对关系模式的“再生产”是其主要的特征;在经济机制发生极大变革的制度转型过程中,

原有的再生产模式仍然被持续地再生产出来;这种再生产的关系结构在改革前后没有发生根本改变。

笔者将这种转型过程中阶层间相对关系模式的变化称之为“双重再生产”过程(李路路, 2002) 。

但是,在社会分层结构变化的分析中,与相对关系模式同样重要的是有关结构化(阶层化)机制的分

析。吉登斯曾特别讨论过“阶级的结构化”过程(Giddens, 1973:105-109) ;并且,特别讨论了传统社会主

义社会分层结构与市场经济社会在形式上的相似性和机制上的本质差别( Giddens, 1973:228) 。有关地

位获得的研究, 也属于结构化机制的研究范畴 。市场机制逐渐取代再分配机制成为社会资源和社会地

位分配的重要机制, 构成了有关争论的主要背景。因此,在社会分层结构变迁的研究中,对于市场机制

的出现给社会分层模式变化所带来的影响,应该给予充分和准确的解释。笔者认为,在向市场转型的过

程中,市场机制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结构化(阶层化)的机制, 或者说,改变了阶层再生产的机制。

结构化机制的分析主要涉及人们获得某种社会地位的机制或“决定性因素” 。

与工业化—功能主义理论赋予“经济 —技术”理性以重构社会分层结构的“魔力”相类似( Erikson &

Goldthorpe, 1992) ,在市场转型过程中, “市场转型”理论赋予市场机制的兴起以同样重要的意义, 认为市

场机制逐渐取代再分配机制的过程,将导致社会权力结构的变革,从而导致社会分层结构的重组。另一

些研究则认为, 或者因为再分配机制仍在很大程度上通过转换被延续下来,或者因为渐进式变革使原有

的优势阶层在地位转变中仍占有优势, 原有的权力结构或者优势阶层在市场转型过程中仍然被延续下

来(维克多·尼, 1996 1989, 1994 1991;罗纳-塔斯, 1994 1996;Bian &Logan, 1996) 。本文则以代际关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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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为基础,希望对于市场机制的兴起与结构化机制的变化之间的关系给予一个恰当的解释,指出在经

济机制和社会分层结构的变化之间存在着更为复杂的关系,并希望从中引申出更多的思考。准确地说,

本文讨论的是城市社会的结构化机制问题。

(二)研究假设

有关市场机制对结构化机制变化的影响,应充分考虑下述制度和制度变革的特征:

经济机制的变革　毫无疑问, 市场机制的发展及逐渐占据主导地位,意味着社会资源和地位分配的

机制发生了重大变革,人们几乎在每一个社会经济生活领域都感到了市场的力量。如果说在再分配体

制中, 由于政治权力的中心地位,使得政治身份在社会流动中具有重要意义的话;那么, 经济机制的变

革,应该在很大程度上改变社会地位获得的机会结构和机制(维克多·尼, 1996 1989, 1994 1991) 。

国家主导的社会转型　但是, 考虑市场机制的影响必须同时考虑社会转型的过程特征。中国社会

转型的一个重要特征即是国家主导的渐进式变革 。在某种意义上, 中国社会的转型过程中没有出现过

所谓“自下而上的静悄悄的革命” 。改革伊始,国家在推动变革 、塑造市场体制的过程中一直发挥着主导

作用,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一系列“放权让利”的政策,成为中国改革的标志。在这种转型过程中占据

主导地位的群体,将会对于转型过程的方式 、方向和结果保持着强大的控制力。

市场机制的内在逻辑　市场机制的内在逻辑是追求经济合理性,因此有两个值得充分重视的后果:

其一,具有制造社会不平等和导致阶层分化的效应 。市场所依赖的竞争和效率机制,使得市场本身就具

有资源集中和产生垄断的倾向,导致财富和贫困在社会两端积累的马太效应 。只不过这种效应是通过

一种形式上平等的市场交易形式实现的 。即如韦伯和吉登斯曾讨论的阶级阶层是如何建立在所谓“市

场能力”基础之上的机制(韦伯, 1997, 下册:265-269;Giddens, 1973:105-109) 。其二, 在传统再分配体

制中, 经常性的政治运动和政策变动,常常会导致社会资源大规模的重新分配,因而导致社会分层结构

的部分重组( Zhou, Tuma &Moen, 1996) 。相对于政治权力,市场机制由于其内在追求经济合理性逻辑的

驱动,属于一种相对稳定的社会过程。而建立于其基础上的社会分层模式,例如,不同阶层的社会位置

和相对关系,将有可能因减弱了政治权力的干预性而更加稳定地按照自身的逻辑运行。

教育与市场机制　教育对于社会地位获得的重要性及其意义, 曾经在工业化—功能主义的理论中

得到特殊强调, 被认为是社会分层结构趋于开放的基本动力 。“市场转型”理论依照同样的逻辑,论证了

教育在社会地位获得中的重要性在上升, 对于社会分层模式重组具有重要意义 (维克多·尼, 1996 

1989) 。但是,这是一个值得更多讨论的预设 。一方面,教育在地位获得中的意义是来自于经济 —技术

的发展,还是来自于市场的“刺激”,或者二者兼而有之? 另一方面, 教育获得是来自于开放性的机会结

构(例如公共性的教育体系) , 还是受到家庭背景的极大影响 ?更进一步的问题是:教育是社会地位流动

的促进因素,还是维持地位再生产的因素?因此, 特别是在制度转型的背景下,不能抽象地讨论教育与

市场机制的关系 。在很多研究者看来, 教育无论是作为工业化还是市场化的因素,都具有作为一种“中

介”以维持阶层地位继承的意义,即父辈地位通过子代的教育,从而影响到子代的地位。

基于上述认识, 本文的基本假设是:在由国家或原来的优势阶层所主导的 、从再分配向市场体制的

渐进式变迁中, 市场机制的引入和发展,将导致与再分配体制相联系的政治因素在社会地位获得中的作

用下降,教育的作用将得到维持或延续,而家庭背景的影响将由于经济机制的变化凸现出来。结构化机

制变革的结果并非导致社会分层结构的重组,更有可能导致维持甚至强化社会地位的代际再生产 。不

同的社会阶层由于原有社会地位的不同 、在制度转型过程中的位置不同,市场机制的作用以及再生产的

程度也应有所不同。

二 、数据 、分析策略和模型

(一)数据来源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自 1998年在北京 、无锡 、珠海三市进行的入户问卷调查。样本是按照系统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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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原则进行多阶段分层抽样获取, 3个城市设计的抽样总量为 7500户, 每个城市 2500户。考虑到中国

现存的户籍制度以及城乡分割的结果, 为了简化分析的复杂性, 本文的分析对象被限定在那些拥有当地

城镇户口的样本,符合这一条件的有效样本在 3个城市中共为 3975个。

(二)社会分层结构

以阶级理论为背景, 以权力为核心,本文建立了一个包括 5个阶层的阶层结构框架,即(党政机关 、

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及中高层管理人员(权力阶层) 、专业技术人员 、一般管理人员 、工人(农民) , 以及自

雇佣者 。阶层结构本身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的题目,而本文的重点是探讨在制度转型的背景下结构化

机制的变化与阶层结构变化之间的关系,因此,以这一具有普遍性的阶层结构用于本文的分析目标 。

(三)代际流动

社会成员在阶层位置间的代际流动状况和流动机制,是标识阶层结构的开放性或封闭性 、循环的或

是再生产的较好指标,也是测量结构化机制影响的较好对象 。因此, 本文即以代际关系为一分析的重要

基础 。

(四)模型

本文对于阶层结构化机制变化的分析,将通过建立受访者阶层地位获得的模型进行 。笔者认为,可

能影响地位获得的因素是复杂的,特别是对于中国社会来说,无论是改革之前还是其后,中国社会都具

有很多特殊性, 这些特殊性对于结构化机制的变化肯定会产生相应影响。但是, 基于以下考虑, 本文在

建立阶层地位获得模型时遵循了简约化原则,即期望使用尽可能少的解释变量, 实现分析的目的。首

先,本文的主要目的是探讨制度变迁与结构化机制变化之间的关系, 而不是对个人社会地位获得进行一

种详尽分析。因此, 结构化机制的变化是分析重点 。模型涉及到的主要变量,是社会分层理论以及对社

会主义社会分析中的一些核心变量 。其次,相对简约化的模型不仅有助于问题的明确,而且有助于简化

分析对象,从而有助于揭示在一个急剧变化的社会中制度变迁与结构化机制的基本过程和趋势。

模型中的因变量是受访者接受调查时在上述阶层结构中的位置 。自变量基于两个维度确定:第一,

先赋性和自致性,或者阶层位置的再生产和循环特征。第二,再分配机制和市场机制 。在关于结构化或

地位获得的分析中, 这两个维度构成了分析的基础 。因此, 模型中包括了三个通常被使用的具有上述两

种维度意义的变量:

父代地位, 指受访者在第一次工作时父亲的阶层地位。依照一种传统的理解,在工业化和市场化的

过程中,先赋性因素对于社会地位获得的影响应该下降 。

本人教育水平, 指本人所接受的正规教育程度 。教育一般被赋予了特定的制度性含义,即现代化和

市场体制的需要;由此,教育在地位获得中的作用可视为是制度结构变化的指标 。但是,由于对教育在

社会分层模式中的意义存在不同的解释,因而需要慎重对待教育的意义。

本人政治身份, 以是否具有党员身份为标志。如果教育有可能从现代化 、市场机制和阶层再生产机

制等不同角度进行解释的话, 党员身份的意义则较少存在争论。党员身份在中国社会地位获得和收入

分配研究中,成为标识再分配体制及其向市场转型程度的普遍指标(维克多·尼, 1996 1989;Lin &Bian,

1991;Walder, 1995;许欣欣, 2000:300-301) 。

模型中的控制变量是采集数据的 3个城市 。

为了更直接地凸现制度变迁前后时期结构化机制的变化,本文分别按照不同的历史时期进行分析,

即以 1979年为界限,分别构建两个同样的模型以进行对比。

利用上述变量构成的受访者阶层地位获得的多项选择 Logistic回归模型如下:

ln
pj

p5
=αj +∑

9

k=1
βjk xk 　　 ( j =1, 2, 3, 4)

　　以上是一个包含 4个方程的连立方程组,其中, pj 为子代获得某种社会地位的概率,下标 j ( =1, 2,

3, 4, 5)分别与子代获得“负责人或中层管理人员” 、“专业技术人员” 、“一般管理人员” 、“个体或自雇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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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和“工人或农民”等社会地位的概率相对应 。 xk 是影响子代被调查者地位获得的自变量和控制变

量,下标 k ( =1, 2, 3, 4)分别与父亲社会地位为“单位负责人”的虚拟变量 、“专业技术人员”的虚拟变量 、

“一般管理人员”的虚拟变量 、“个体或自雇佣者”的虚拟变量相对应;下标 k ( =5, 6, 7, 8, 9)分别与子代

受教育年限 、子代党员身份的虚拟变量 、“1979年以后”时间控制虚拟变量 、北京城市控制虚拟变量 、无

锡城市控制虚拟变量相对应。αj , βjk回归系数,下标 j( =1, 2, 3, 4)分别与 pj 中的 j 相对应,下标 k ( =1,

2, 3, 4, 5, 6, 7, 8, 9)是回归系数的序号。

三 、数据分析

(一)改革前后两个时期受访者地位获得机制的变化

将调查数据代入上述统计模型,得出如下结果(见表 1) 。

　表 1　 1979 年前后两个时期受访者地位获得的 Logistic回归系统

自变量

子代地位(对数发生比)

负责人 、中高层

管理人员 工农
专业技术人员 工农

一般管理人员 、

办事人员 工农
自雇佣者 工农

1979年前 1979年后 1979年前 1979年后 1979年前 1979年后 1979年前 1979年后

Intercept
-4.480＊＊＊

( 0.318)
-7.087＊＊＊

( 0.639)
-4.222＊＊＊

(0.309)
-7.095＊＊＊

( 0.491)

-1.744

( 0.204)
-3.276＊＊＊

( 0.355)

　0.147

( 0.235)

-1.309

( 0.565)

父

代

地

位

单位负责人 

中高层管理人员

　 0.333

( 0.263)
　 1.150＊＊＊

( 0.305)

　0.391

(0.255)
　0.531＊

( 0.241)

　0.297

( 0.208)

　0.373

( 0.205)

　0.208

( 0.400)

　0.521

( 0.364)

专业技术人员
　 0.300

( 0.298)

　0.848＊

( 0.379)

　0.631＊

(0.262)

　0.573＊

( 0.287)

　0.398

( 0.223)

　0.556＊

( 0.243)

　0.473

( 0.428)

　0.135

( 0.514)

一般管理人员 
办事人员

-0.215
( 0.234)

　0.115
( 0.321)

　0.101
(0.211)

　0.242
( 0.213)

　0.215
( 0.160)

　0.412＊

( 0.166)

-0.598
( 0.423)

-0.129
( 0.358)

自雇佣者
　 0.682＊

( 0.296)

　 0.114
( 0.569)

　0.536
(0.295)

　0.571E-02
( 0.417)

　0.408
( 0.204)

-0.554
( 0.361)

　0.142
( 0.320)

-6.590E-02
( 0.523)

受教育年限
　 0.349＊＊＊

( 0.025)

　 0.456＊＊＊

( 0.051)

　0.348＊＊＊

(0.024)

　0.548＊＊＊

( 0.039)

　0.164
( 0.016)

　0.290＊＊＊

( 0.031)

-0.110＊＊＊

( 0.028)

-3.453E-02
( 0.055)

党员
　 1.907＊＊＊

( 0.176)

　 1.742＊＊＊

( 0.307)

　0.426＊

(0.186)

　0.501

( 0.294)

　1.339

( 0.134)
　1.290＊＊＊

( 0.238)

-0.370

( 0.354)

-0.606

( 0.746)

北京
- 1.161＊＊＊

( 0.233)
-0.815＊＊

( 0.281)
-0.719＊＊

(0.231)
-0.680＊＊

( 0.216)

-0.781

( 0.178)
-0.783＊＊＊

( 0.179)
-1.916＊＊＊

( 0.250)

-1.062

( 0.385)

无锡
-1.372＊＊＊

( 0.247)
-0.914＊＊

( 0.287)
-1.047＊＊＊

(0.241)
-0.666＊＊

( 0.210)

-0.623

( 0.177)
-0.734＊＊＊

( 0.166)
-2.101＊＊＊

( 0.256)

-0.604

( 0.290)

N

-2Log Likelihood

df

Chi-Square

2188

2437.606

32

980.795

1483

1695.107

32

516.079

　　＊p<0.05, ＊＊p<0.01, ＊＊＊p<0.001;a=非标准化系数, b=标准差。

　　对比 1979年制度转型前后两个时期本人地位获得模型, 会发现一些有意义的结果:

1.在改革开放前,父代权力优势阶层地位对于子代的权力优势阶层地位 、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

阶层地位都没有显著影响 。但是, 在改革开放之后,父代权力优势阶层地位对于子代获得权力优势阶层

地位和专业技术人员地位则有了显著的影响作用;并且, 值得注意的是, 对于子代权力优势阶层地位的

影响要强于对于子代专业人员地位的影响作用,他们的子代获得前一种地位的可能性要比获得后一种

地位的可能性高出 0.86倍 。同时分析表明,无论是改革前还是改革后, 父代权力优势阶层地位对于子

代管理人员地位和个体 自雇佣者的地位则没有显著关系 。

2.在改革开放前,父代专业技术人员地位对于子代的权力优势阶层地位和管理人员地位没有任何

显著影响, 但是,对于子代获得专业技术人员地位则有显著影响 。在改革开放后,专业技术人员这种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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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的代际继承关系依然保持下来;而不同于改革之前的是, 父代专业技术人员地位对于子代获得权力优

势阶层地位和管理人员地位也产生了显著影响。

3.在改革开放前,父代一般管理人员地位对于子代获得权力优势阶层地位 、专业技术人员地位和管

理人员地位都不具有显著影响 。改革开放后,父代的这一地位对子代获得权力优势阶层地位和专业技

术人员地位依然没有显著影响;但是,对子代继承管理人员地位则产生了显著性影响 。

4.在改革开放前,父代自雇佣者地位对子代成为权力优势阶层有显著影响。这是一个意外的结果。

出现这种结果的主要原因可能是由于可用于分析的样本过少。在改革开放前,城市中的自雇佣者是非

常少的。还有一种可能是受访者理解上的偏误,即将小业主作为了单位负责人 。除此之外,无论在改革

前还是改革后, 对于子代其他社会地位的获得都不具有显著性影响。

5.无论在改革前还是改革后,受访者本人的教育水平对于其获得权力优势阶层地位和专业技术人

员地位都具有强烈的影响作用,而且改革后的影响都强于改革前;对于本人获得管理人员地位来说,受

教育水平在改革前不具有显著影响,但改革后则表现出显著性影响, 尽管其影响作用低于对获得权力优

势阶层地位和专业技术人员地位的影响 。因而可以说,本人教育水平对于其地位获得来说,在改革前后

一直是一个具有显著作用的因素;并且,在改革后作用更强于改革前 。

6.本人中共党员身份的影响作用情况比较复杂 。第一,对于受访者获得权力优势阶层地位来说,党

员的作用在改革前后都是一个影响显著的因素;但是, 其影响强度在改革后要低于改革前,改革前具有

党员身份获得权力优势阶层地位的可能性要比改革后高出 0.18倍 。第二,对于受访者获得专业技术人

员地位来说,党员身份在改革前还具有显著影响, 但改革后则丧失了显著影响;这种变化表明,政治身份

在行政精英的选择过程中的影响没有根本性变化,但是,在没有权威的技术精英的选择过程中已经发生

了很大变化(沃尔德, 1996 1995) 。另外,党员身份对于获得一般管理人员地位来说, 在改革前不是一个

重要的因素,但改革后类似于教育的影响,成为一个具有显著影响作用的因素。

7.在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之间于代际关系方面,存在一个明显的界限, 即与那些代际间具有明

显继承关系不同的是,在脑力和体力劳动者的绝大多数代际地位间,不仅不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关系,

并且有些还是反向的关系 。

上述分析结果揭示出在制度转型前后的不同时期有关结构化机制变化的基本信息:

改革开放前,在阶层地位的获得中, 父代的阶层地位除专业技术人员地位外,对于子代的地位获得

并没有显著的直接影响;特别是父代权力优势阶层地位,并没有能够直接显著影响到子代获得权力阶层

地位,甚至对子代管理人员地位也没有显著影响。但是,在制度转型之后, 不仅专业技术人员地位的代

际影响加大,而且父代地位对于某些子代地位的获得也产生了显著影响。

受访者本人的教育在改革前后都对其社会地位的获得具有显著影响, 而且在改革后这种影响的范

围和程度都有所增加 。

政治身份对于不同时期的受访者来说,都是获得权力优势阶层地位的显著机制之一, 但是, 影响作

用在减低 。对于专业技术人员来说,改革后党员身份已不再是地位获得的机制之一,即丧失了影响力;

但是,对于一般管理人员地位来说,党员身份则成为其地位获得的重要机制之一 。

上述结果显现出另一个十分重要的现象:在社会地位获得的过程中, 父代地位 、教育和政治身份的

显著影响作用基本上发生在脑力劳动者范畴中,而对于自雇佣者阶层影响很小,或表现出反向特征 。

上述基本信息显示出一种看似复杂的变化趋势: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凸现了父代地位的影响

(即凸现了社会阶层结构的再生产特征) ;同时,保持和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教育的作用。政治身份的作

用有不同程度的降低 。我们看到:一方面, 制度转型带来的预期变化,即政治身份作用的下降;另一方

面,代际继承性在市场机制发展过程中的增长;同时,教育在两种体制中都具有重要作用 。因此,为了进

一步厘清上述分析遗留下来的问题,下面我们将对于教育 、政治身份的获得与父代地位之间的关系进行

分析,以期对上述分析的结果给出统一的解释,从而回答在本文开始所提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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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育获得

“教育”在再分配体制中和在市场体制中,对于人们获得某些社会地位都具有显著的影响作用,过去

和现在的很多研究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Parkin, 1969;Giddens, 1973;Zhou, Moen &Tuma , 1998) 。因而,将

教育的意义仅仅定位于对市场刺激的反应,是一种简单的做法。本文更为关注的是,教育作为一个在制

度转型过程中没有发生变化的机制,与父代地位有什么样的联系 ? 分析这种联系有可能对于地位获得

模式的变化提供解释 。

教育作为一种社会过程, 必须考虑到社会环境 、教育资源分布 、特别是家庭环境对教育机会获得 、教

育过程 、教育结果的影响 。无论是在市场经济社会中还是在再分配经济社会中,相当多的教育资源的分

配,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不同社会群体政治经济利益的影响。因此,在对教育变量进行解释时, 应该持一

种比较谨慎的态度。

布劳-邓肯的经典研究揭示了随着工业化和技术的发展,在个人社会地位的获得过程中,本人的教

育将成为最重要的影响因素。但是,家庭背景的影响作用没有完全消除:一方面,父代地位对子代地位

的获得依然保持着直接影响;另一方面, 虽然子代教育水平对子代地位获得具有更重要的影响, 但子代

教育的获得又受到父代地位的强烈影响,从而对子代地位具有间接影响。这意味着,家庭已经没有很大

可能将自身地位直接传递给子代, 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自致性因素在人们地位获得中已经占有主导地

位。但是,父代地位可以对子代的教育水平产生相当的影响, 在这个意义上又可以说, 代际间地位的继

承性虽然不再是直接的, 但可以通过教育为中介在相当程度上传递给子代( Blau &Duncan, 1967) 。因

此,个人教育水平的重要性并非意味着家庭在子代地位获得过程中不起作用。实际上,一系列对美国和

其他工业化社会的后续研究也证明了, 父代地位对于下一代的地位还是保持着较为显著的直接影响的

(转自 Bian &Logan, 1996) 。

有研究指出,即使在传统社会主义中央计划经济体制中, 由于这些社会的工业化过程,教育业已成

为地位获得和代际继承的重要机制,其意义甚至超过了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社会( Parkin, 1969;Giddens,

1973:231-232, 236-237) 。有关中国的研究也从各种不同的角度证明, 虽然个人教育在地位获得中具

有重要影响作用,但在家庭背景和子女的教育水平之间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显著联系( Lin &Bian, 1991;

李春玲, 1997:135;许欣欣, 2000:278) 。

本文通过一个有关教育获得的简约模型,对于前面分析中提出的问题给出了某种解释。当然,一个

简约的模型势必会忽略很多可能是有价值的信息,这可以在其他的分析中弥补。有关受访者教育获得

的简约模型的自变量包括父代社会地位和地点控制变量;因变量为子代受教育年限, 这是一个间距变

量,因此该模型为线性回归模型:

yi =α+∑
7

k=1
βk xik

其中, y i 为第 i 个子代的受教育年限 。 xik是影响第 i个子代的受教育年限的自变量和控制变量,下标 k

( =1, 2, 3, 4)分别与父亲社会地位为“单位负责人 中高层管理人员”的虚拟变量 、“专业技术人员”的虚

拟变量 、“一般管理人员”的虚拟变量 、“自雇佣者”的虚拟变量相对应, 下标 k ( =5, 6)分别与北京城市控

制虚拟变量 、无锡城市控制虚拟变量相对应。α, βk 为回归系数,下标 k ( =1, 2, 3, 4, 5, 6, 7)是回归系数

的序号。将有关数据代入这一模型,得到如下结果(见表 2) :

对比表2所显示的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受访者教育获得的模型,可看到:

1.无论在改革前还是改革后,受访者的教育获得与父代地位之间都具有显著的联系,父代地位对子

代的教育获得保持了一种恒定的正向显著影响。由此可以合理地进行推论, 对改革后的代际再生产和

教育的恒定作用之间的关系给出一个解释。首先,在改革开放前,社会地位的获得就具有代际再生产的

性质, 作者以前对于改革前后阶层间相对关系模式的分析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而本文的分析表明,在改

革前, 由于再分配体制中较为强烈的政治和政策的影响作用,以及国家对于资源分配的集中控制,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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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际再生产是以教育为中介进行的 。在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一方面,教育还具有代际再生产的中

介作用;另一方面,代际再生产具有一种从“间接到直接”的转变 。

　表 2　 改革前后受访者的教育获得

自变量

1979 年前

受教育年限　　　

非标准化系数
标准化

系数

B
Std.

Error
Beta

t Sig

1979 年后

受教育年限

非标准化系数
标准化

系数

B
Std.

Error
Beta

t Sig.

父

代

地

位

( Constant) 　7.326 0.238 30.723 0.000 10.555 0.149 70.970 0.000

负责人 中层管理人员 　3.060 0.310 0.200 　9.858 0.000 　1.841 0.192 　0.252 　9.606 0.000

专业技术人员 　3.233 0.339 0.193 　9.527 0.000 　1.767 0.232 0.194 　7.616 0.000

一般管理人员 　2.757 0.254 0.222 10.844 0.000 　1.221 0.169 　0.191 　7.212 0.000

个体 自雇佣者 -0.936 0.314 -0.061 -2.984 0.003 -9.441E-02 0.332 -0.007 -0.285 0.776

北京 　1.682 0.260 　0.186 　6.472 0.000 　1.281 0.172 　0.212 　7.443 0.000

无锡 　0.452 0.266 　0.049 　1.700 0.089 -0.176 0.165 -0.030 -1.071 0.284

N 　2401 N　1537

Df　　6 Df　　6

R2　　0.133 R2　　0.137

　　2.改革前后, 权力 、专业技术和一般管理人员三个阶层对子代教育获得影响的相对强度有所变化。

从标准回归系数看, 1979年前,父代一般管理人员地位对于子代教育获得的影响最强, 专业技术人员地

位影响最弱,权力优势阶层地位影响居中 。1979年后, 父代权力优势阶层地位对子代教育获得影响变

得最强,专业技术人员地位次之,一般管理人员地位的影响变得最弱。由此可见,父代的不同地位对子

代教育影响的强弱模式在改革开放前后发生了明显改变。形成这种变化的主要原因是, 在改革开放前,

国家对于受教育机会保持着较强的干预程度 。出于政治意识形态和特定价值观的考虑,国家在社会成

员受教育机会的平等方面采取了很多措施,以保证那些在权力和资源占有方面不占有优势的阶层的子

女享有受教育的机会,这种情况在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中都存在 。但是,即使如此,由于中国社会

中所存在的城乡以及身份之间的制度性分割,教育机会的分布仍然出现了阶层化的趋势。当教育机会

的分配开始出现一定程度的市场化时, 阶层地位的优势就更为明显地表现出来 。

(三)政治身份(党员)

在再分配体制中,政治忠诚和政治身份是获得权力以及其他地位的重要因素。那些在再分配体制

中占有优势地位的人,为了维持自身社会地位的再生产, 会有更多的动力帮助 、支持乃至干预其子代获

得党员身份;而那些处于劣势的社会群体为了改变社会地位的状况,也会争取获得党员身份, 但与那些

优势群体相比较,他们在这种影响力竞争中可能处于劣势。一种特殊的情况是:对于技术精英来说,政

治身份常常是地位获得的因素之一,而不是惟一重要的因素;他们的专业 、技能和教育可能也是重要的,

甚至可能是更为重要的因素。

前面有关的地位获得模型显示出(见表 1) :在由再分配体制向市场体制转型的过程中, 政治身份对

子代阶层地位获得的影响力下降是一个重要的趋势, 但应对这种变化的意义给予更清楚的界定 。如果

说教育获得在很大程度上与父代地位有显著的关联性,那么,党员作为影响受访者地位获得的因素,它

在制度转型过程中的变化主要受到什么因素的影响, 例如,与父代地位 、经济机制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关

系? 本文的重点是探讨这一身份与父代地位之间的关系。

为了达到上述分析目的, 本文同样建立一个检验父代地位与子代党员身份之间关系的简约模型,其

中,解释变量包括父代地位 、时间和地点控制变量;因变量为子代是否获得党员身份的二分类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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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chotomous variable) , 因此该模型为二项选择 Logistic回归模型:

ln
pi

1 -pi
=α+∑

7

k=1
βk xik

其中, p i 为第 i个子代获得党员身份的概率。 xik是影响第i 个子代获得党员身份的自变量和控制变量,

下标 k( =1, 2, 3, 4)分别与父亲社会地位为“单位负责人”的虚拟变量 、“专业技术人员”的虚拟变量 、“一

般管理人员”的虚拟变量 、“个体或自雇佣者”的虚拟变量相对应,下标 k ( =5, 6, 7)分别与“79年以后”时

间控制虚拟变量 、北京城市控制虚拟变量 、无锡城市控制虚拟变量相对应。α, βk 回归系数, 下标 k ( =

1, 2, 3, 4, 5, 6, 7)是回归系数的序号。

有关子代党员身份获得的分析结果如下(见表 3) :

　表 3　 父代地位与子代党员身份

自变量 1979年前党员 1979 年后党员

Intercept -1.227 ＊＊＊( 0.134) -1.874＊＊＊ ( 0.169)

父 单位负责人 中高层管理人员 　 0.225 ( 0.159) 　 0.167( 0.219)

代 专业技术人员 -0.139 ( 0.185) 　 0.433 ( 0.251)

地 一般管理人员 办事人员 8.278E-02 ( 0.135) 0.167 ( 0.196)

位 自雇佣者 -0.183 ( 0.176) 0.100 ( 0.387)

北京 0.607 ＊＊＊( 0.142) 0.151 ( 181)

无锡 -0.176 ( 0.153) -0.709＊＊ ( 0.205)
N 2308 1514

-2 Log Likelihood 　76.513 　65.773

df 6 6

Chi-Square 　67.339 　24.678

　　＊p<0.05, ＊＊p<0.01, ＊＊＊p<0.001。

表3的分析结果表明:党员身份与父代地位之间不存在显著联系。政治身份的作用是独立的, 更主

要地由制度环境所决定。因此,政治身份对于地位获得影响力的下降,更直接的是制度转型的结果 。

四 、讨　论

我们的分析表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社会地位获得的机制;但是,这种机制的

改变并没有导致社会分层结构的重组或更替 。市场机制的发展, 一方面导致了政治身份在社会分层结

构中的影响下降,另一方面使得社会分层模式的再生产特征凸现出来。教育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社会

分层结构再生产的“中介” 。在再分配体制下,由于资源分配的机制和政治因素的重要作用,社会分层结

构的再生产是“间接”的。当市场机制逐渐成为资源分配的重要机制 、政治的影响呈下降趋势后,教育仍

然保持着一种作为社会分层结构再生产“中介”的作用,而代际间社会地位则显现出“直接再生产”的特

征。

在制度转型的背景下,特别是由再分配向市场体制转型的背景下,社会分层结构的变化规律问题不

仅是一个现实的问题,而且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

有关社会主义研究的新制度主义, 已经显示出一种对于社会变迁和社会过程进行分析的新的理论

视角 。从制度主义的视角分析市场转型过程中社会分层结构的变化,强调的是特定制度环境的影响,强

调各种制度性的相互作用 、制度转型的特定过程和不同行动主体对制度转型的影响等(大卫·斯塔克 、维

克多·尼, 1996 1989;孙立平, 1996;Zhou, 2000a, 2000b) 。因此,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对于社会分层模式变化

的影响,不仅取决于市场机制本身的性质,而且还取决于市场机制运行和发展的制度环境 。正如市场机

制对于社会不平等的影响一样,在不同的制度背景下和特定的转型过程中,市场机制的兴起对于社会分

层结构的作用有很大差别( Walder, 1996;Szelenyi &Kostello, 199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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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再分配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 将从根本上改变社会资源分配的机制,但这与哪一个阶层在市场

体制和转型过程中占有优势地位(或谁输谁赢)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决定或者功能性关系。人们在政治 、

经济 、文化等方面的利益,决定了他们对于制度和制度变迁的选择。制度结构和社会结构在社会中是一

个被建构的结果,而选择的过程和创造的结果取决于不同社会集团参与和控制转型过程的程度。

在一个以再分配体制为主的制度环境中,政治权力构成了资源占有的重要基础,政治机制成为资源

分配的主要机制 。因此导致:一方面,政治身份对于人们的地位获得具有重要作用, 代际之间的地位继

承受到政治因素的强烈干扰。另一方面,教育成为人们获得某些社会地位的主要影响因素,教育的普遍

主义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社会地位的获得过程;同时, 教育获得与父代地位的紧密联系又使得其具

有代际间地位再生产“中介”的性质,导致这种再生产呈现出“间接”的特征 。

在市场机制逐渐取代再分配机制成为资源分配的重要机制的过程中, 人们在强调二者之间的区别

时不应忘记:第一,市场机制所内在蕴涵的权力结构仍然是一种不平等的权力结构, 正如韦伯所指出的

那样, 市场中的交易行为是运行于市场权力的结构之中的,市场上的垄断和对市场资源的不平等占有,

通过市场交易的方式形成了统治与服从的权力不平等关系, 它是以统治者的利益需要为基础的(韦伯,

1997 1976下卷:265-266) 。因此,市场关系实质上属于一种“依仗利益”的统治结构 。当市场机制的影

响局限于再分配体制的边缘或下层时,它并没有成为资源分配的重要机制,相对于再分配体制来说,它

因其新的机会结构而具有某种平等化的效应( Szelenyi &Kostello, 1996) 。第二,当市场机制逐渐成为重

要的资源分配机制时,那些在再分配体制中占有优势地位的群体,完全有可能受利益的驱动进入市场,

并在其间仍然保持其地位优势 。可以说这一转变过程是必然性(市场转型)和主体选择(人们推动和参

与)相结合的结果。我们的分析结果表明,那些在社会分层结构中占据优势地位的权力阶层 、专业技术

人员和管理人员阶层,其代际间社会地位的直接再生产在市场发展的过程中成为可能 。市场机制的发

展在减低政治因素的“干扰”作用的同时,使得代际间社会地位的直接继承借助于“市场”的平等性形式

成为可能 。因此,有关社会分层模式变化的关键问题是:哪一个社会阶层在这种转变过程中占据了主导

地位,以及它们是否能够有控制地推进这一转型过程 。目前已经取得的很多研究成果从不同方面揭示

了这种优势主导地位在制度转型过程中的顺利转移 (罗纳 -塔斯, 1996 1994;Lin &Bian, 1991;Stark,

1996;林南, 1996 1995;Parith &Michkelson, 1996;Zhou, 2000a, 2000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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